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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意志： 清高宗乾隆帝
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嚴志雄
　 　 【摘　 要】清高宗乾隆皇帝（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在位）對批判明清
易代之際文壇宗主錢謙益（牧齋，１５８２—１６６４）似乎有一種情結
或執念，無所不用其極。檢《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乾隆
《御製詩集》、《文集》，乾隆二十六年至五十四年（１７６１—１７８９）
之 ２８ 年間，關涉牧齋者（包括直接因牧齋而發或提及牧齋者），
至少有諭、令等 １９ 件，詩 １２ 題 １５ 首。前賢論乾隆之批判牧齋，
切入點多在乾隆關於牧齋的諭旨及其種種政治舉措，此乃大關
節大問題，固宜先攻破之，但筆者以爲，值得一併考論者，還有學
者尚未注意到的乾隆所寫關於牧齋的古今體詩。有鑒於學者對
乾隆的相關諭令著墨已多，成果豐碩，但全面探論乾隆相關詩作
者尚未之見，本文擬另闢蹊徑，將探論的重心放置於乾隆的詩
作，而輔之以乾隆的相關諭令，如此，或能更完整地瞭解乾隆
帝譏斥牧齋的情實，並能進一步拓展此一研究課題的深度與
廣度。
【關鍵詞】清高宗　 錢謙益　 批判　 古今體詩　 權力意志
一、前　 　 言
所謂“權力意志”，尼采説，“即貪得無厭地要求顯示權力，或者，作爲創
造性的本能來運用、行使權力，等等”①。
清高宗“十全老人”乾隆皇帝（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在位）對批判明清易代之際
文壇宗主錢謙益（牧齋，１５８２—１６６４）似乎有一種情結或執念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無所不用其極，此習明清文史者所熟知，論者已多，拙著 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Ｑｉａｎ Ｑｉａｎｙｉ （２００９）一書中亦有專節討論②。近因研究所需，覆核
乾隆批判牧齋詩文，發現往昔失檢者不少，慚愧之餘，撰爲本文，用補前之
所闕，並嘗試進一步拓展此一研究課題的深度與廣度。
筆者在前著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Ｑｉａｎ Ｑｉａｎｙｉ 一書中已比較詳細地探討
過，除政治、道德批判及禁燬誹謗清朝、犯清諱的書籍的情況外，在乾隆持
續批判牧齋的近三十年中，牧齋的厄運還須與其時乾隆施行的種種政教舉
措一併考量，此中包括：給予明季殉節諸臣謚號、彙輯《四庫全書》、編纂明
季《貳臣傳》、編製國初以來滿漢大臣表傳、建構“滿洲”身份及主體性等等，
不一而足；此外，乾隆自命天下聖王及歷史、文化“大判官”的心態、其欲締
構一種忠貞不貳的臣節觀、其暗中與牧齋較勁爭高下等心理因素，亦不容
忽視③。探論乾隆批判牧齋的詩文，若能從此等方向展開論述，料能抉微探
隱，洞悉其所以然。
至於前賢論乾隆之批判牧齋，切入點多在乾隆關於牧齋的諭令及其種
種政治舉措，此乃大關節大問題，固宜先攻破之，但愚見以爲，值得一併考
量者，還有學者尚未注意到的乾隆所寫關於牧齋的古今體詩。有鑒於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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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見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北京：商務
印書館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５４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 Ｈ． Ｙｉｍ，Ｔｈｅ Ｐｏ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Ｑｉａｎ Ｑｉａｎｙｉ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
Ｙｉｍ，Ｔｈｅ Ｐｏ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Ｑｉａｎ Ｑｉａｎｙｉ，ｐｐ． ５９ ７６． 此外，正如史家 Ｍａｒｋ Ｅｌｌｉｏｔｔ（歐立德）所言：“至
乾隆登基之時，滿洲人正日益面臨著淪爲自己成功的犧牲品之危機。在與漢人生活的一個世紀
中，高生活水準、輕率魯莽、自命不凡及不事生産的綜合影響正嚴重威脅著滿洲人，那些令人敬
畏的、高素質的軍事菁英正在趨於變成一個寄生的、不再輝煌的勇士階層，而且，他們已經不再
能用母語交流。因此，乾隆時期正是滿洲身分認同發生重大危機之時，清朝的未來懸而未決。”
見歐立德（Ｍａｒｋ Ｃ． Ｅｌｌｉｏｔｔ）著，清石譯：《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新北：八旗
文化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０２頁。（Ｍａｒｋ Ｅｌｌｉｏｔｔ 此書原名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０年由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 出版，若依愚見，譯作《乾隆皇帝：天子，亦世俗中人》可
能比較準確、可讀。）面對八旗制度面臨瓦解、滿洲“涵化”（或“漢化”）加快的危機，Ｅｌｌｉｏｔｔ 指出，
乾隆採取了兩項策略企圖化解之：“一個是强化八旗體制，另一個是促進滿洲民族意識的復興。
乾隆以父親爲榜樣，不知疲倦地去維持和加强諸如勇猛、節儉及騎射技巧等滿洲的傳統和美德。
他盡其所能地去保護滿洲特有的認同，包括推進滿語的使用、整理並編輯歷史資料、書寫讚美滿
洲故土的詩歌、整編宗教禮儀及慶祝滿洲的尚武文化等。”見上揭書，第 １１２—１１４頁。
對乾隆的相關諭令著墨已多，成果豐碩，但全面探論乾隆相關詩作者尚未
之見，本文擬另闢蹊徑，將探論的重心放置於乾隆的詩作，而輔之以乾隆的
相關諭令，如此，或能更完整地瞭解乾隆帝譏斥牧齋的情實①？
二、乾隆批判牧齋詩文年表
檢《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乾隆《御製詩集》、《文集》，乾隆二十
六年至五十四年（１７６１—１７８９）之 ２８年間，關涉牧齋者（包括直接因牧齋而
發或提及牧齋者），至少有諭、令等 １９件，詩 １２題 １５首。兹製年表如下，以
便一窺全豹。（表内“内容”一欄中，用楷體者爲詩，用宋體字者，則相關諭令
之標題或事由。同一年而有多件文獻者，依時間先後，用 ＡＢＣ等順序排列。）
年　 　 份 内　 　 　 　 容 階　 段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沈德潛來京，進所選《國朝詩别裁集》，求爲題辭……披閲卷首，即冠以錢謙益。” 第一階段
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
　 《反錢謙益淮陰侯廟詩即用其韻》
　 《題夏圭山水》
　 《歌風臺》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Ａ“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
Ｂ“錢謙益以故明大員，設使死節，則爲明之忠臣。”
Ｃ“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稱，淮江省起獲王扆尊書舖玉詔堂《初學集》、《有學集》板片。”
Ｄ“又諭：前經降旨，將錢謙益之《初學集》、《有學集》嚴行查禁。”
Ｅ“軍機大臣等奏，查汲古閣刻《十三經》、《十七史》……等書，均有錢謙益序文。”
Ｆ“軍機大臣等奏，查《續藏經》内，有錢謙益塔銘跋二種。”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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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者，張小李刊有《乾隆帝批判錢謙益的過程、動因及影響》一文，分别從“批判錢謙益是清帝加
强文化專制的邏輯延伸”（清除明季遺民影響）、“確立本朝文學傳統”、“强化清人忠君觀念”等
角度分析乾隆帝批判牧齋的原因，論述頗中肯。見氏著：《乾隆帝批判錢謙益的過程、動因及影
響》，《故宫學刊》（北京：故宫博物院）（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第 １５０—１６３頁。又，張文臚列的、乾隆
批判牧齋的諭旨與筆者檢得者數量及内容相同（見下文），筆者頗有同道之感，惜乎張文並未論
及乾隆批判牧齋之詩作，而本文之作，正可補足這方面的欠缺。
續　 表
年　 　 份 内　 　 　 　 容 階　 段
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 　 《觀錢謙益初學集因題句》
第二階段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銅印詩（有序）》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其錢謙益所著《楞嚴蒙鈔》一種，亦據奏請燬徹。”
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
第三階段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Ａ“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爲採訪。”
Ｂ“前因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别裁集》……有才無行之錢謙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論。……而沈德潛身故後，其門下士無識者流，又復潛行刷印，則大不可。”
Ｃ“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
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命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
　 《全韻詩》（其三）
　 《寧遠祖氏石坊疊舊作韻二首》
　 《經吕翁山作》
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
Ａ“陶煊、張燦選刻《國朝詩的》，將錢謙益、屈大均等詩選入。”
Ｂ“各省郡邑志書内，如有登載應銷各書名目，及悖妄著書人詩文者，請一概俱行剷削等語，所奏甚是。”
　 《五詞臣五首·故禮部尚書銜原侍郎沈德潛》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Ａ“國史之修，所以彰善癉惡，信今傳後。……如錢謙益、龔鼎孶、馮詮諸人，則列入（《貳臣傳》）乙編，以昭褒貶之公。……乃自開館以來，迄今十有七年，其所纂成進御之書，甚屬寥寥。”
Ｂ“命館臣録存楊維楨《正統辨》。……（楊維楨）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
　 《宋端石綬帶硯歌》
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經吕翁山疊戊戌舊作韻》
　 《寧遠祖氏石坊再疊舊作韻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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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年　 　 份 内　 　 　 　 容 階　 段
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
“此事舒常辦理太過。……外間所著詩文，果有如錢謙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孫，俱登膴仕，而狂吠不法者，自應搜查嚴辦。”
第三階段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
“前因熱河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朕偶加披閲。……此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書，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説，未經删削。”
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
“朕閲國史館所進《貳臣傳》……所有《貳臣傳》甲乙編内，如馮銓、龔鼎孶、薛所藴、錢謙益等者……不必立傳。若以伊等行爲醜穢，一經删削，其姓名轉不傳於後，得倖免將來之訾議，不妨僅爲立表。”
三、乾隆批判牧齋詩文彙次
細閲以上所臚列乾隆二十六年至五十四年間之諸詩文，愚見以爲，可見
乾隆之批判牧齋，前後歷經三個階段。本節旨在彙次、舉列相關文獻，以期具體
呈顯乾隆批判牧齋之來龍去脈、修辭策略、目的。更詳盡的論析，請俟後二節。
下面叙論，先詩後文，並稍尋考其指歸。又，爲彰顯詩與文間之“互文
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下文不嫌文煩，盡量展示乾隆之文字，其或累贅無味，
不堪卒讀，但原文如此，無可奈何，幸讀者諒之。
第一階段，乾隆二十六至三〇年（１７６１—１７６５）：沈德潛所編《國朝詩
别裁集》收入牧齋詩，引起乾隆注意及批評。
乾隆以下三詩均作於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
反錢謙益淮陰侯廟詩即用其韻
謙益詩云“豈知隆準如長頸”，夫信反跡已明，豈得謂高祖忌刻如句踐乎？是
非倒置甚矣。無知者猶有以彼言爲當者，故不可不正之。（此處及下文，凡是乾隆
詩序、注及諭旨中涉及牧齋者，加底綫，以便考覽。）
家臣謀詐赦官徒，反跡寧同有莫須。陛下早知能將將，項王嘗見語
·９５２·權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姁姁。（二句皆櫽括信語。）枉尋彼謾稱直尺，（謂謙益。）惡紫吾猶恐亂朱。
心事若殊陳代相，那尋遺廟奠傾盂。（謙益有“好爲英雄奠一盂”之句。）①
牧齋《題淮陰侯廟》原詩云：
　 　 淮水城南寄食徒，真王大將在斯須。豈知隆準如長頸，終見鷹揚
死雉姁。落日井陘旗尚赤，春風鍾室草常朱。東西塚墓今安在？好爲
英雄奠一盂。②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牧齋以此喻漢高祖與韓信事。《史記·越王句踐
世家》載范蠡遺大夫種書云：“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
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③又《淮陰侯列傳》云：
“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
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
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④在乾隆看來，牧齋毫無識見，蓋韓信謀反之
跡昭彰，漢高祖不得不制縛之，非其刻薄寡恩如越王勾踐也。
歌　 風　 臺
歌風千載稱高臺，當年提劍起草萊。天下大定還過沛，置酒樂擬
登雲來。何事涕洒英雄血，遊子故鄉悲往轍。百二十人習和歌，止張
（去聲。）三日從兹别。復沛不已復豐鄉，雍齒之恨獨未忘。卓爾想見興
王慨，詎止霄漢雲飛揚。知人善任何與良，叔孫制禮明有方。方回何
獨爲（去聲。）信慨以慷？烏號之挽寜因鷙鳥藏。（信之反跡已明，不得謂高
祖寡恩，故反賀詩意並見近作《反錢謙益淮陰侯廟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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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清高宗御製，（清）蔣溥、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版，《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第 １３０２—１３１１ 册，三集，卷四六，古今體一百一十四首（乙酉
四），第 ２ｂ—３ａ頁（總第 ４１頁）。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版，卷八，第 ２５２頁。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越王勾踐
世家》，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９年版，卷四一，第 １７４６頁。
（漢）司馬遷：《史記·淮陰侯列傳》，卷九二，第 ２６２７頁。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三集，卷五〇，古今體九十八首（乙酉八），第 １２ａ ｂ頁（總第 １０５頁）。
乾隆此詩，乃步宋賀鑄（方回，１０５２—１１２５）《彭城三詠·歌風臺詞》韻
之作。方詩云：
　 　 漢祖高風百尺臺，千年客土生蒿萊。何窮人事水東去，如故地形
山四來。江淮猶沸鯨鯢血，八十一車枉歸轍。白叟逢迎皆故人，牢酒
歡呼惜將别。崤澠迢遥非我鄉，死生此地何能忘。酒闌鳴築動雲物，
青衿兒曹隨抑揚。爾時可無股肱良，端思猛士守四方。君不聞淮陰就
縛何慨慷，解道鳥盡良弓藏。①
賀詩結聯承上“爾時可無股肱良，端思猛士守四方”而及漢高祖殺開國
功臣如韓信之事，其運思，於傳統懷古、詠史詩中可謂司空見慣（牧齋上詩
亦然），而乾隆持以反牧齋及方回詩之理據亦無非老生常談，不過爾爾。此
數詩稍可觀者在於文辭，非其議論。
題夏圭山水（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
落落喬松遠遠山，人家多住緑筠間。展圖恰在維揚道，真境真情
共往還。（其一）
山意雄渾水態湝，淋漓元氣卻安排。稼軒已自歸烏有，弆者誰知
耕石齋。（見卷前錢謙益識語。）（其二）②
乾隆所詠之“夏圭山水”，今存，淡設色絹本，手卷，明清間瞿式耜
（１５９０—１６５１）、冒襄 （１６１１—１６９３）遞藏（乾隆詩末提及之“耕石齋”爲瞿
式耜室名），最後入清内府③。卷末載瞿式耜後跋，云：“夏圭，字禹玉，係南
·１６２·權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①
②
③
（宋）賀鑄：《彭城三詠》，《慶湖遺老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四庫全書·集
部·别集類》第 １１２３册，卷一，第 ４ａ ｂ頁（總第 ２００頁）。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三集，卷 ５０，古今體九十八首（乙酉八），第 ３ｂ頁。
鑒藏印有：瞿式耜：“瞿稼軒收藏印”、“稼軒”；冒襄：“冒巢民老人七十歲寶彝染香樓閣書畫焚
後收藏印記”、“辟疆園”；乾隆帝：“石渠寶笈”、“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定鑒”、“重華宫鑒藏
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寶笈重編”、“宜子孫”（八璽全）；嘉慶帝：“嘉慶御覽之
寶”；宣統帝：“宣統御覽之寶”。２００３年，佳士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ｓ）香港拍賣公司於香港拍賣會曾拍
售此畫。參 Ｆｉｎ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Ｓｕｎｄａｙ 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ｓ，２００３），ｎｏ． ５２５，ｐｐ．１５８ １６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博士後研究員陳冠男博士代檢此
條材料，謹此致謝。
宋御前畫院，與李唐、馬遠同輩，同著名於時，筆力遒勁，墨氣淋漓，亦與相
類，蓋一時風尚然也。但禹玉真蹟，傳世頗少，而如此長卷，尤不易得。此
卷邱壑幽奇，林泉深邃，屋宇橋彴，漁舠遊騎，佈置點綴，無纖微瑕纇，而一
種氣韻生動鬱鬱蒼蒼，非精熟之至，得心應手者，一筆不敢效顰，洵禹玉生
平絶作也。甲戌（崇禎七年，１６３４）長夏與家起邰，避暑東皋山莊，披覽及
此，頓覺清風習習，襲我襟袖，喜而記之。稼軒主人，式耜。”①
乾隆《題夏圭山水》詩其二末聯後注云“見卷前錢謙益識語”，今畫上無
之，頗疑卷前原有，而乾隆因厭惡牧齋其人，遂割去之。
瞿式耜，號稼軒，江蘇常熟人，牧齋同里老弟子。式耜乃南明永曆朝重
臣，官拜兵部尚書，封臨桂伯。順治七年（１６５０），桂林城陷，式耜被俘，不久
慷慨就義。式耜爲殘明竭力致死，其忠義之行傳頌人口，有“今之文信國”
之隆譽②。乾隆於式耜殁後百餘載，賞玩式耜舊藏宋畫，怡然自樂之餘，不
禁施其慣技，題詩畫上。詩尚可，形容不無生動處。
第二階段，乾隆三十四至三十八年（１７６９—１７７３）：乾隆以牧齋詩文
“筆墨騰謗”，下令禁燬其書。
觀錢謙益《初學集》因題句（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
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
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爲孟八郎。（禪宗以不解真空妙有者爲孟
八郎。）③
乾隆此詩，作“口號詩”之一例觀可也，無多聖哲，打油有餘，譏諷之意，
一洩無遺。牧齋確喜於詩文談朝廷之安危、名士之節義，而在乾隆看來，此
滿口節義之人，卻有“兩姓事君王”之事，言行不一，修辭不立其誠，更全無
臣節。如此進退無據、大節有虧之人，根本已失，文章復何足觀哉！復由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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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瞿氏文字著録部分，參見（清）王杰、董誥、阮元等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收入北京出版社
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匯編》，北京：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重華宫藏五，第 ５册，第１５３４頁。
瞿式耜的最新近研究，可看范雅琇：《從虞山到桂林———瞿式耜殉國叙事之研究》，臺北：政治
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２０１２年。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三集，卷八七，古今體一百四十首（庚寅三），第 ６ａ ｂ 頁（總第
６８２頁）。
齋之道德與夫文章而及其“詠香囊”，將其言情之作亦一併否定。最後抨擊
牧齋另一生命面向，判其晚年“逃禪”，乃走投無路之舉，實於佛教之真諦
無識①。
銅印詩（有序）（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進銅印一，云：巡卡台吉於額爾遜特斯地鄂博間得
之。印方得三寸有十分寸之一，厚十分寸之五。三臺遞上，各減二分有半，上臺方
二寸有十分寸之六。直紐：高寸有十分寸之七，縱寸有十分寸之三，横十分寸之
六，其末微斂，縱減分之二，横半之。通印之高二寸有十分寸之七。重六十九兩。
文曰：“太尉之印。”蒙古篆，八疊文。覆首：右署“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十一
月日中書禮部造”，凡十有七字，皆漢文。考之，則元昭宗嗣位和林時所鑄也。（昭
宗即元順帝太子阿育師利達拉史，舊作愛猷識理達臘，今譯改，事詳詩注。）元太尉，
官位尚書右丞相上，秩正一品，不常置。印制無考。宣光年號，史亦不載。乃今四
百餘年，忽得此於新屯墢壤中，登之册府。物之顯晦以時，誠有定數。且因此而得
考北元之紀年、官制，不終湮没無傳，足以補正史之闕，蓋亦有莫之爲而爲者乎？因
叙其事，而系以詩。
厄魯久蕩平，屯田闢耕畷。掘土得銅印，將軍呈京闕。文曰太尉
印，宣光年頒發。正史雖無考，彝尊（朱。）集可掇。其書高麗後，昭宗年
號揭。（《高麗史》載：元順帝子嗣立，徙和林，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號，國人不
允。尋復告紀年天元，辛禑遣人往賀。立十一年而殂，謚曰昭宗，云云。見朱彝尊
集《書高麗史後》。）數百歲月湮，隱現有時節。北元國未亡，南宋難同列。
（元自順帝出居應昌，即稱北元，傳及昭宗，紀年、命官、典章猶備，視宋末二王之流
離海島者，不可同日而語。乃《宋史》於昰、昺，具載年號，而《元史》則順帝北遷以
後，即不復書其世系，偏袒不公，殊乖信史，向於《通鑑輯覽》曾論定之。）南人率左
袒，正論誰衷折。謙益（錢。）瀛國公，其事益瞽説。（明宗北狩，過阿爾斯蘭
地，納霍勒禄魯氏，生順帝，史文甚明。及文宗下詔，謂順帝非明宗子，本嫉怨搆誣
之辭，風影無據。錢謙益遂謂順帝爲瀛國公子，明宗乞養之，并攜其母以歸，詭誕不
經，顯與史戾。紀載家任情毁譽，大都不足深信。似此逞私肆詆，則悖妄尤甚。然
謙益大節已隳，其人不足齒於人類，其邪説更安足論乎？）②
·３６２·權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①
②
詳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８頁。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三集，卷九四，古今體一百三十七首（辛卯二），第 １ｂ—３ａ 頁（總第
８００—８０１頁）。
元惠宗（順帝）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閏七月，明大軍壓境，惠宗棄大都
北奔，退回蒙古草原，以其地處塞北，史稱“北元”。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惠宗於應昌駕崩，皇太子愛猷識理答臘即位，次年改元宣光。北元
共傳七帝，享祚三十五年。
惠宗身世，撲朔迷離。元末明初人權衡《庚申外史》載：“宋恭帝降元，
封瀛國公，居漠北，生一子，元周王和世琜（即後明宗）收爲己子，此即惠宗
之出身。”①明初以降，此説風行，幾成定論，牧齋非其始作俑者。乾隆對牧
齋的批評有欠公允。夷究其實，牧齋《書瀛國公事實》一文所堪注意者②，非
乾隆所謂其“謙益瀛國公”之説（意謂牧齋主元惠宗實爲瀛國公之子），而在
其排比材料之特色———牧齋於此展露了“詩史互證”的方法。牧齋取程敏
政（克勤，１４４５—１４９９）《宋遺民録》載洪武間人余應所詠相關史事之《合尊
大師》一詩及明初以來諸家載記，相互鋪陳叙論，别出心裁，結撰成一元惠
宗“詩史”。
現代學者已辨明，“抱養”之説，野史無稽之談耳③。此乃後世史家佔有
更多材料以後所作之考論，可謂後出轉精。牧齋於文末云：“余得《庚申大
事記》（按：即《庚申外史》），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
著國史，不當以稗官瑣録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④
今天看來，牧齋此一結論未免武斷。而乾隆之據以駁斥牧齋之“瞽説”者，
僅《元史》所載“明宗北狩，過阿爾斯蘭地，納霍勒禄魯氏，生順帝”數語，乾
隆謂“史文甚明”，只此孤證而已，比牧齋更爲武斷；至其謂“文宗下詔，謂順
帝非明宗子，本嫉怨搆誣之辭，風影無據”，並無辨證，大言欺人耳。至於乾
隆末云：“然謙益大節已隳，其人不足齒於人類，其邪説更安足論乎？”此數
語大類其於乾隆三十四年批評牧齋之諭中語：“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
在前明時，身躋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陟列卿，大節有虧，實
不足齒於人類。”（１７６９Ａ）⑤乾隆之詩注，顯係再挪用道德、政治批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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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權衡：《庚申外史》，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
部·雜史類》第 ４５册，蘇州市圖書館藏明鈔本影印本，卷上，第 ９ｂ—１０ａ頁（總第 ２２１頁）。
牧齋文見（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五，第 ７９４—７９６頁。
可參任崇岳：《元順帝與宋恭帝關係考辨》，《民族研究》（１９８９年第 ２期），第 ４１—４７頁。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五，第 ７９６頁。
清實録館纂修：《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年版，卷八三六，乾隆三十四
年六月上，第 １５３頁。
以杜絶異議並“因人廢言”也①。
第三階段，乾隆四十至五十四年（１７７５—１７８９）：牧齋成爲乾隆核定明
季殉節諸臣及釐訂“貳臣”甲乙二編的參照系。
全韻詩（其三）（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世祖平定天下
帝后追葬有禮，（順治元年五月，王師平定燕京，以禮葬明崇禎帝后及妃袁
氏兩公主，並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仍造陵墓如制。）公卿賜謚無淆。（十年
六月，賜謚明末殉節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仍于本籍給田致祭，追録勝國遺忠
易名，褒闡實亘古曠典。）樵採#其林木，奠陳予以蕙肴。試考歷來勝國，
誰能似此荒包？推而行之或待，丙申德音孔膠。（丙申春，以世祖章皇帝時
表章崇禎末死事諸臣，僅據傳聞，未暇遍爲搜訪。迨久而遺事漸彰，《明史》所載，
按籍可考。若史可法之力支殘局，矢死全忠；劉宗周、黄道周之謇諤立朝，臨危授
命，均足稱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若
而人者，皆無愧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亦並可矜憐。又如福王之倉猝偏安，
唐、桂二王之流離竄迹，已不得成其爲國，而其臣茹苦相依，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
事，亦豈可令其湮没？又如我太祖薩爾滸之捷，明良將若劉綎、杜松等，皆殁於陣，
其時抗我顔行，自當獮薙，至今迹其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
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
亡身，凛凛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權奸接踵，遂致黒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搤
掔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予惟以大公至正爲
衡，若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顔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
喪心無耻，自當嚴《春秋》斧鉞之誅。而明季盡節諸臣，爲國抒忠，宜加優獎，準情
理而公好惡，即以示彰癉，而植綱常。因命大學士九卿等集議，徵考姓名，仍其故
·５６２·權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① 平情而論，乾隆此詩及注還是展現了若干卓見的。北元歷史，記載甚稀，今天我們對它的認識，
幸賴傳世及近年出土北元文物獲得些許信息。此等文物分布在雲南、漠北及朝鮮，包括經卷、碑
刻、題記、塔磚、官印、文書。迄今發現三方北元官印，分别鑄於宣光元年、五年、天元五年，其中
之宣光元年官印即乾隆《銅印詩》所詠者，出土最早。乾隆得觀此印，即敏鋭地指出“因此而得
考北元之紀年、官制，不終湮没無傳，足以補正史之闕”，確爲卓識。關於北元出土文物及其歷史
價值，可參黄德榮：《雲南發現的北元宣光紀年文物及相關問題》，《廣西民族大學學報》（２００９
年 ７月號），第 １１１—１１６頁。又如乾隆認爲北元自順帝傳及昭宗，“紀年、命官、典章猶備，視宋
末二王之流離海島者，不可同日而語”，而《元史》於順帝北遷以後，即不復書其世系，“偏袒不
公，殊乖信史”，其對《元史》之批評亦不無道理。
官，予以謚號，一如世祖時例。議上。予専謚者二十六人，通謚忠烈者一百十二人，
通謚忠節者一百九人，通謚烈愍者五百七十六人，通謚節愍者八百四十三人，並各
節叙事實，輯爲《勝朝殉節諸臣録》刊行，以垂不朽，此惟遠紹祖德，而所録幾多至
百倍，有若當時留待此日之推行云爾。）①
此詩應與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一諭對讀：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
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録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
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謚。仰見聖
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遍爲搜
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
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
殉；又如劉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
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
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
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
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跡，
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舍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
令其湮没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
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
慰。嘗恭讀我太祖《實録》，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
路分出，侵我興京。我太祖、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
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殁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
揚祖烈而示傳信。惟時王業肇基，其抗我顔行者，原當多爲獮薙，然跡
其冒鏑攖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
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廷等，以闖獻蹂
躪，禦賊亡身，凛凛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曆以至崇禎，權奸
接踵，閹豎横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搤掔不平。福王時，
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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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四八，全韻詩下平聲十五首（戊戌四），第 ４ｂ—５ｂ 頁（總第
１３１頁）。
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
靦顔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耻。
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
字，以圖自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
之魄。一褒一貶，衮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予準情理而公好惡，以
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
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謚號，一準世祖時例行。其令大學
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①
乾隆朝中葉以後，清廷展開一系列修史事業，其中至少有二項與明清
易鼎之際的歷史直接相關，即：給予明季殉節諸臣謚號及編纂明季《貳臣
傳》。被壓抑了百多年的歷史，終於可以筆之於文，公之於世。②
在上録乾隆四十年的《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一諭中，乾隆羅列了
各類應考慮賜予謚號的“勝國死事之臣”。在諭文後段，牧齋赫然以反面人
物的代表出現。乾隆給予牧齋的評價毫不含糊：“自詡清流，靦顔降附”、
“喪心無耻”；尤有進者，牧齋“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
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創作《全韻詩》，内有《世祖平定天下》一首③。此
首詠順治帝之入主中土。乾隆歌其功頌其德，表其禮葬前明帝之后妃、公
主等，又賜予明末殉節諸臣謚號，“褒闡實亘古曠典”，云云。於此語境中，
乾隆四十年《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一諭之文字再派用場，被迻録於詩
句後，用爲詩注，而乾隆對牧齋之“斧鉞之誅”，亦同時再次重申、强調。
寧遠祖氏石坊疊舊作韻二首（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翠華迤邐度秋朝，祖氏石坊復見遥。雖是貳臣背明國，卻成世族
事清朝。（昨命國史館以明臣降附本朝者，列爲《貳臣傳》，并視其歷著勳績，忠於
·７６２·權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①
②
③
清實録館纂修：《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九九六，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上，第 ３１７—３１８頁。
關於乾隆對南明歷史的處理，可參何冠彪：《清高宗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理》，《新史學》第 ７ 卷
第 １期（１９９６年 ３月），第 １—２７頁。
《全韻詩》者，乾隆詠史之系列詩作，凡 １０６ 首，遍用全部詩韻，故稱。《全韻詩》所詠上起唐堯，
直至清世，乾隆以之傳達其歷史政治觀。參喬治忠、崔岩：《韻文述史　 審視百代———論清高宗
的咏史〈全韻詩〉》，《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 ６期），第 ６９—７４頁。
我朝如洪承疇等，爲甲編，其進退無據，不齒於人，如錢謙益，爲乙編，以示褒貶。若
祖大壽，雖由明總兵來降，有負勝國，然在本朝，則功績茂著，其子孫並爲世臣，正宜
列之甲編者也。）（其一）
崇焕遭縲入獄朝，率兵獨跳去而遥。弗追弗罪仍爲守，足識陵夷笑
勝朝。（祖大壽聞我軍進薄燕京，同袁崇焕入援，及我太宗用計，明帝不察，竟磔崇
焕於市。大壽驚懼，率兵徑歸，其叛跡已著，而明帝聞之，既不追回，又不加罪，大壽亦
仍爲明守錦州。且既已納款我朝，及縱歸，復懷觀望，反覆無常，直待勢窮援絶，始決計
來降。其故誠不可解，而明人委邊事於叛臣，明政之陵夷，即此可見矣。）（其二）①
寧遠祖氏石坊再疊舊作韻二首（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明綱值夕不謀朝，天命人心去已遥。大壽屢招降乃就，（天聰三年，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寧遠巡撫袁崇焕、錦州總兵祖大壽赴援。我太宗用計間之，明
帝不察，竟磔崇焕於市。大壽驚懼，率兵徑歸，仍爲明守錦州。明帝既不追回，又不
加罪。至天聰五年秋，太宗統兵圍大凌河，明兵四萬自錦州來援，我軍進擊，大破
之，生擒監軍道張春等。十月大凌壘中糧絶，祖大壽始舉城降，夜至御營輸款，尋縱
歸錦州。大壽復叛，與我兵相拒。太宗復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統軍，更番圍錦州。
至崇德七年三月，大壽糧盡援絶，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率衆官詣軍門降，遂
克錦州。計其屢懷觀望，實爲反覆無定。而其初志，尚依戀勝國，猶一端之可節取
者耳。）嘉其初尚戀朱朝。（其一）
寧遠重征值此朝，因之詠古睪思遥。貳臣傳復分甲乙，用訓人毋
事兩朝。（前曾敕國史館，以明臣降附本朝者，編列《貳臣傳》，以爲人臣身事兩朝
者戒。其中復示區别，如洪承疇等，著有勳績，盡力本朝者，爲甲編；其進退無據，不
齒於人，如錢謙益輩，爲乙編。若祖大壽，雖大節已虧，有負勝國，而於我朝功績茂
著，子孫世禄，仍予列之甲編云。）（其二）②
祖大壽 （？—１６５６），字復宇，遼東寧遠（今遼寧興城）人，吳三桂舅。
崇禎元年（１６２８），祖大壽守寧遠，獲“寧遠大捷”，擢爲前鋒總兵官，駐錦州。
後隨袁崇焕入關保衛京城。而崇禎中皇太極反間計，袁崇焕下獄。祖大壽
懼，毁山海關逃出。崇禎四年（１６３１）大凌河之戰，祖大壽糧盡援絶，詐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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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五二，古今體六十二首（戊戌八），第 １６ｂ—１７ａ 頁（總第
１９８頁）。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一〇〇，古今體八十一首（癸卯八），第 ２４ｂ—２５ｂ 頁（總第
９１０頁）。
後逃至錦州城。清屢次招降，不從。崇禎十四年（１６４１）松錦大戰，援軍洪
承疇兵敗，錦州解困徹底無望，祖大壽乃率部降清。後從龍入關，順治十三
年（１６５６）殁於北京①。
乾隆所詠之祖氏石坊位於寧遠衛，即所謂“祖家牌樓”，一爲祖大壽樓，
一爲祖大樂樓。祖大壽樓建於明崇禎四年，高可十餘丈，上層内外匾皆大
書“玉音”二字，第二層前刻“元勳初錫”，後刻“登壇駿烈”②，爲明室爲表彰
祖氏功勳所頒賜者。
經吕翁山作（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我太宗皇帝擒洪承疇處也，見皇祖詩中，而《通志》訛爲吕洪山。兹經過其處，
命更正之。爾時武烈，已見於《全韻詩》中松山、杏山之作。特以洪承疇被擒於此，
復以其事詠之。
衮衣經略屢更人，足識君無定見真。莫怪生降背厥義，要知能養
在乎仁。（太宗每得降人，皆厚撫之，使各得其所。洪承疇既降，送至盛京，即授
顯秩，推誠待之，故感而思報。）明亡緣自生多議，國史應爲列貳臣。（洪承疇
在明代，身膺閫寄，一旦力屈俘降，歴躋顯要。律以有死無二之義，固不能爲之諱。
然其後宣力東南，頗樹勞伐，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効忠於本朝。豈可與錢謙益輩
之進退無據，不齒於人者，漫無區别？因命國史館總裁，於《貳臣傳》分爲甲乙二編，
俾優者瑕瑜不揜，劣者斧鉞凛然，以示傳信，而彰公道。）然亦其間具優劣，更教甲
乙等差陳。③
經吕翁山疊戊戌舊作韻（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明似承疇者幾人，生降其國兆亡真。固緣靦面不知耻，亦以開心
大布仁。遼左馳驅從聖主，江南經略果能臣。（洪承疇，在勝國身膺閫寄，
一旦力屈俘降，固於臣節有虧，亦由我太宗推誠布德，能得人之心，是以承疇感激圖
報。其馳驅遼瀋，宣力東南，頗樹勞伐，雖不克終於明季，實能効用於本朝，非如錢
謙益輩進退無據者比也。）金陵縛致道周（黄。）日，無奈稜稜事説陳。（承疇
·９６２·權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①
②
③
事詳趙爾巽等著：《清史稿·祖大壽傳》，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６ 年版，卷二三四，第 ９４１９—
９４２９頁。
參見金景善：《祖氏兩牌樓記》，《燕轅直指》，載於《燕行録全集》第 ７１ 册，首爾：東國大學校出
版部 ２００１年版，卷二，第 ６６—６８頁。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五二，古今體六十二首（戊戌八），第 １８ａ—１９ａ 頁（總第
１９９頁）。
既投誠本朝，明人訛傳爲陣亡，優恤備至。後黄道周被執至金陵時，承疇經略江南，
以道周同鄉，遣人慰問。道周言“先帝因洪經略已死，優賜祭葬，舉國皆知，今安得
復有洪經略”云云。詞氣激昂慷慨，聞者感動，承疇爲之慙沮。承疇、道周者，皆閩
人，漳浦蔡聞之先生嘗言其鄉事最悉。）①
洪承疇 （１５９３—１６６５），字彦演，號亨九，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人。萬曆四
十四年（１６１６）進士，累官至陝西布政使參政，崇禎時官至兵部尚書、薊遼
總督。吕翁山在錦縣松山附近。崇禎十五年（１６４２），清八旗破洪承疇軍於
松山，遂盡得遼西之地。松錦大戰，洪承疇戰敗被俘，後降清爲漢人大學
士。順治元年（１６４４）四月，隨清軍入關。抵京後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右副都御史銜，列内院佐理機務。十年（１６５３），受命經略湖廣、廣東、廣西、
雲南、貴州等地，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十六年（１６５９），督清軍攻佔雲南後返
京。十八年（１６６１），自請致仕。康熙四年（１６６５）逝世，謚文襄。②
與上四題詩直接相關者，爲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之諭：
　 　 命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諭：我國家開刱之初，明
季諸臣，望風歸附者多，雖皆臣事興朝，究有虧於大節，自不當與范文
程諸人，略無區别。因命國史館，以明臣之降順者，另立《貳臣傳》，據
實直書，用彰公是。兹念諸人立朝事蹟，既不相同，而品之賢否邪正，
亦判然各異，豈可不爲之分辨淄澠？如洪承疇在明代，身膺閫寄；李永
芳曾乘障守邊，一旦力屈俘降，歷躋顯要，律以有死無貳之義，固不能
爲之諱，然其後洪承疇宣力東南，頗樹勞伐，李永芳亦屢立戰功，勳績
並爲昭著，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効忠於本朝。昔戰國豫讓，初事范中
行，後事智伯，卒伸國士之報。後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則於洪
承疇等，又何深譏焉？至如錢謙益，行素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歸命，
乃敢於詩文陰行詆毁，是爲進退無據，非復人類；又如龔鼎孳，曾降闖
賊，受其僞職，旋更投順本朝，並爲清流所不齒，而其再仕以後，惟務靦
顔持禄，毫無事蹟足稱，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等差，又何
以昭彰癉？著交國史館總裁，於應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覈，分爲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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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一〇〇，古今體八十一首（癸卯八），第 ２２ｂ—２３ａ 頁（總第
９０９頁）。
事詳趙爾巽等著：《清史稿·洪承疇傳》，卷二三七，第 ９４６５—９４７５頁。
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凛然，於以傳信簡編，而待天下後
世之公論，庶有合於《春秋》之義焉。然朕所以爲此言者，非獨爲臣子勵
名教而植綱常，實欲爲君者，當念苞桑而保宗社。蓋此諸人，未嘗無有用
之才，誠使明之守成者，能慎持神器而弗失，則若而人，皆足任心膂股肱，
祖業於是延，人才即於是萃。故有善守之主，必無二姓之臣。所以致有
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過，皆其君之過也。崇禎臨終之言，不亦舛乎！①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東巡龍興之地盛京，恭謁祖陵；四十八年，盛京庋
藏《四庫全書》之文淵閣落成，乾隆再度東巡，同時祭奠先祖三陵。乾隆於
滿清崛起之地撫今追昔，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賦詠曾與先祖戰鬥
於遼瀋大地之明朝總兵祖太壽、總督洪承疇，並對二人“雖是貳臣背明國，
卻成世族事清朝”之功過給予評價。乾隆此六詩，可能是一時有感而發之
作，但其背後的評價綱領其實早已胸有成竹，蓋乾隆四十三年，乾隆有《命
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一諭，早於諸詩之作。此諭部分文字，
直接出現在詠祖大壽、洪承疇詩的注文中。
在上述《全韻詩》中，牧齋是做爲“勝國死事之臣”的反面人物代表而被
論及的。在詠祖大壽、洪承疇六詩中，牧齋是乾隆釐定何等人物可入《貳臣
傳》甲編、何等人物該貶入乙編的參照系。在乾隆的操作、“定性”下，牧齋
在清代官史的話語系統中成爲既不忠於明室又不忠於清朝的典型負面人
物；“自詡清流，靦顔降附”、“進退無據，不齒於人”乃乾隆給予牧齋的判詞，
乾隆大書特書之，反覆使用之，樂此不疲。而究其實，明清改朝换代，仕二
姓之臣多的是，爲何乾隆如此在意、憎惡牧齋？在上引二諭中，乾隆已透露
了箇中玄機———牧齋“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生，是
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行素不端，及明祚既
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行詆毁，是爲進退無據，非復人類”。從此看
來，牧齋之所以成爲乾隆眼中極惡不赦、喪心無耻之徒，不在於他的政治行
爲（類似牧齋者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説，牧齋的作爲，在其時的歷史形勢中，
根本無足輕重），而在於他的“語言文字”、“詩文”。乾隆之舉措，從側面佐
證了一個事實———牧齋的詩文具有異於尋常的力量。
其他不屬上述三個系統的，尚有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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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實録館纂修：《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一〇五一，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下，第 ５０—５１頁。
五詞臣五首·故禮部尚書銜原侍郎沈德潛（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
沈德潛與錢陳羣，余嘗稱爲江浙二老。施恩則同，而守分承恩，則沈不逮錢遠
甚。德潛吳中諸生，久困場屋。乾隆戊午舉於鄉，年已七十。其成進士、選詞林，皆
由物色而得之。授職甫三年，即擢至詹事，再遷禮部侍郎，命在尚書房授諸皇子讀。
戊辰秋，引年乞休，准致仕。瀕行，呈所作《歸愚集》籲賜序文。德潛早以詩鳴，非
時輩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頻年與之論詩，名實信相副，笑俞所請。因云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
之，蓋異數也。辛未南巡，命在籍食俸。丁丑，加禮部尚書銜。乙酉，賜其孫維熙爲
舉人。嗣復時予存問，冀躋百齡。尋以己丑秋卒於家，聞而贈階優恤，以示軫惜，并
入祀鄉賢祠。生前身後，寵榮至矣。顧其辛巳來京，以選刻《國朝詩别裁集》乞序。
閲之，則以錢謙益輩爲本朝之冠。其人皆士類所不齒，德潛首列之，離忠孝而言詩，
乖於正道。其他序次，亦多踳誤。意德潛耄荒，或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所爲，而
德潛未及檢。因命内廷翰林重爲精校，以定去留，并序示大義而還之，猶包容不加
責也。戊戌秋，徐述夔逆詞案發。沈德潛曾爲作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法，直視悖
逆詩句爲泛常，轉欲爲之記述流傳，則良心澌滅盡矣。使其身尚在，獲罪不小。雖
已死，亦不可竟置不論。因下廷臣議。僉云：應削奪所有階銜祠謚，并仆其墓碑，
以爲衆戒。並從之。今作懷舊詩，仍列詞臣之末，用示彰癉之公，且知余不負德潛，
而德潛實負余也。
東南稱二老，曰錢沈則繼。並以受恩眷，佳話藝林志。而實有優
劣，沈踳錢爲粹。錢已見前詠，兹特言沈事。其選國朝詩，説項乖大
義。（錢謙益品本不端，且以明季大臣降順本朝，復膺顯秩，而又陰爲誹刺，進退無
據，實不足比於人類。德潛取爲國朝詩之冠，竟不論其名節有虧，妄加評許，昧於忠
孝大義，尚何足以言詩？詳見向所作《〈國朝詩别裁集〉序》。）制序正厥失，然亦
無訶厲。仍予飾終恩，原無責備意。昨秋徐（述夔。）案發，潛乃爲傳記。
忘國庇逆臣，其罪實不細。用是追前恩，削奪從公議。彼豈魏徵比，仆
碑復何日。（叶。）蓋因耄而荒，未免圖小利。（徐述夔家饒於貲，德潛爲之作
傳，不過圖其潤筆，貪小利而諛大逆，不知有耻，并不知畏法矣。）設曰有心爲，吾
知其未必。（叶。）其子非己出，紈袴甘廢棄。（德潛無子，其嗣子種松，不知
何所來。人甚不肖，狎邪作惡，曾命該撫就近約束之，幸而未致生事抵罪。而德潛
末年所得諛墓財，皆被其蕩費罄盡。娶妾至多，養子至十四人。其視德潛賜舉人
者，不久即夭，其餘無一成材者，實德潛忘良負恩之報也。）孫至十四人，而皆無
書味。天網有明報，地下應深媿。可惜徒工詩，行闕信何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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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五九，古今體三十七首（己亥五），第 ８ａ—１０ｂ頁（總第 １９８頁）。
關於沈德潛《國朝詩别裁集》事，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先有一諭：
　 　 諭軍機大臣等：沈德潛來京，進所選《國朝詩别裁集》求爲題辭，
披閲卷首，即冠以錢謙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人品尚何
足論？即以詩言，任其還之明末可耳，何得引爲開代詩人之首！又如
慎郡王，以親藩貴介，乃直書其名，至爲非體。更有錢名世，在雍正年
間，獲罪名教，亦行入選。甚至所選詩人中，其名兩字，俱與朕名同音
者，雖另易他字，豈臣子之誼所安？且其間小傳評注，俱多紕謬。沈德
潛身既老憒，而其子弟及依草附木之人，慫惥爲此，斷不可爲學詩者
訓。朕顧可輕弁一辭乎？已命内廷翰林，逐一檢删，爲之别白正定矣。
至朕自來加恩於沈德潛者，特因其暮年晚遇，人亦謹愿無他。是以令
其在家食俸，加晉頭銜，以示優恤，然莊有恭前任蘇撫時，曾奏及伊子
不知安分，時爲規戒，俾不至多事，累及伊父。此正莊有恭存心公正，
所以保全沈德潛者不少。現在詩選刻已數年，陳宏謀則近屬同城，尹
繼善雖駐江寧，亦斷無不行送閲者。使能留心如莊有恭，據理規正，不
但此集早知檢點，即其子弟等群知約束，安靜居鄉，其所裨於沈德潛
者，豈淺鮮耶？陳宏謀無足論，而尹繼善佯爲不知之錮習，雖朕屢經諄
諭，尚執而不化耳！著將此傳諭尹繼善、陳宏謀，令其知所省改。①
乾隆《沈德潛選〈國朝詩别裁集〉序》云：
　 　 沈德潛選國朝人詩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潛老矣，且以詩文受特
逹之知，所請宜無不允。因進其書而粗觀之，列前茅者，則錢謙益諸人
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問，既求朕序，則千秋之公論繋焉，是不可以
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爲明朝逹
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
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
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爲詩也。謙
益諸人，爲忠乎？爲孝乎？德潛宜深知此義。今之所選，非其宿昔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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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實録館纂修：《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六四八，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上，第 ２５１—
２５２頁。
詩之道也。豈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無達大
義、具巨眼人捉刀所爲，德潛不及細檢乎？此書出，則德潛一生讀書之
名壞，朕方爲德潛惜之，何能阿所好而爲之序？又錢名世者，皇考所謂
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選。而慎郡王，則朕之叔父也。雖諸王自奏，及
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國家典制。然平時朕尚不忍名之，德潛本朝臣子，
豈宜直書其名？至於世次前後倒置者，益不可枚舉。因命内廷翰林，
爲之精校去留，俾重鋟板，以行於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潛也，所以終從
德潛之請，而爲之序也。①
逮乾隆三十四年，乾隆查處牧齋遺著最烈時，復有此諭：
　 　 又諭：前經降旨，將錢謙益之《初學集》、《有學集》嚴行查禁。業
據高晉、永德等先後奏到，江浙兩省所有板片書本，陸續收繳銷燬。因
思沈德潛、錢陳群二人，平素工於聲韻，其收藏各家詩集必多在。錢陳
群於錢謙益詩文，似非其性之所近，且久直内廷，尚屬經事，諒不致以
應禁之書，轉視爲可貴。若沈德潛，向曾以錢謙益詩選列《國朝詩别裁
集》首，經朕於序文内申明大義，令其徹去，但既謬加獎許，必於錢謙益
之詩，多所珍惜，或其門弟子狃於錮習，尚欲奉爲瓣香，妄以沈德潛齒
宿爵尊，謂可隱爲庇護，慫慂存留，亦未可定。果爾，豈沈德潛不知恩
重，不復望朕爲之慶百歲耶？沈德潛、錢陳群，自退居林下以後，朕恩
禮便蕃，所以體恤而矜全之者，無所不至，冀其頤養林泉，俱臻上壽，人
瑞表稱，爲東南$紳佳話。優眷所被，至今有加。伊二人寧不感戴殊
榮，勉思仰副？若其家尚有錢謙益《初學》、《有學》等集未經呈繳者，即
速遵旨繳出，與兩人毫無干涉，斷不必慮及前此收藏之非，妄生疑畏。
豈朕成全兩人至此，而委曲令其繳出，轉從而加之罪責乎？設或不知
警悟，密匿深藏，使悖逆之詞，尚留人世，此即天理所不容，斷無不久而
敗露之理。縱使二人不及身受其譴，寧不爲其子孫計乎？朕於獎善懲
惡，悉視其人之自取，從無絲毫假借，錢陳群尤所深知，而沈德潛則恐
不能盡悉矣。著傳諭高晉、永德，將此旨就近密諭沈德潛、錢陳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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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清高宗御製，（清）于敏中、梁國治等奉敕編：《御製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
版，《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第 １３０１册，初集，卷 １２，第 ９ｂ—１１ａ頁（總第 １１４—１１５頁）。
之。令各據實恪遵，體朕始終優禮保全之意。仍將如何宣諭遵辦之
處，附便奏聞。（１７６９Ｄ）①
沈德潛（歸愚，１６７３—１７６９）《國朝詩别裁集》（又有《欽定國朝詩别裁
集》之目，今稱《清詩别裁集》），始選於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初刻，二十五年（１７６０）重訂，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增訂本刻行，同年十
二月，乾隆嚴厲批評之，責令南書房删改重鐫，將錢謙益等之詩删去。沈氏
此選，收清初以迄乾隆間詩人近千，詩作幾達四千首，無愧鴻篇鉅製。沈氏
以《國朝詩》名其集，固欲使之成爲清朝之“正典”（ｃａｎｏｎ），而己爲此國朝詩
“選政”之功臣。
沈德潛生前曾有殊遇，七十餘歲後獲帝識眄，平步青雲，“尚書房行
走”，致仕前，官拜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曾賜德潛詩，有句曰：“我愛
德潛德，淳風挹古初。從來稱晚達，差未負耽書。”②沈進獻《國朝詩别裁
集》，求御序，本爲成就聖朝及己一樁風雅之事，没想到，此舉竟爲自己及牧
齋帶來滅頂之災。
沈德潛殁於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沈氏的文字獄案，竟在其身後愈演
愈烈。先是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下令追查沈氏門人潛行印刷原本《國朝詩
别裁集》之事。逮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逆詞案”發（乾隆語），乾隆以沈
氏曾爲徐述夔作傳，“直視悖逆詩句爲泛常”，“雖已死，亦不可竟置不論”，
命廷臣議其罪。最後，曾經“青鞋布襪金階上，天子親呼老秘書”的沈老先
生被追奪階銜、罷祠削謚、平毁墓碑，真個慘不忍睹③。沈氏晚歲及身後之
劫禍，與牧齋難分難解，菟絲附女蘿，詩與政治之糾葛，往往出人意表，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
宋端石綬帶硯歌（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端溪之石潤溪瀨，誰鑿爲硯刻綬帶？蓋不出乎熱中流，寓意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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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實録館纂修：《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八四一，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下，第 ２３９—２４０頁。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初集，卷三四，第 ２３ｂ頁。
袁枚《懷人詩》其四：“確士先生七十餘，自删詩稿號歸愚。青鞋布襪金階上，天子親呼老秘書。”
見（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文集·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續修四庫全
書·集部·别集類》第 １４３１—１４３２册，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增修本影印本，詩集，卷三，第 １６ｂ
頁（總第 ２６２頁）。
不言外。鐵崖改綬以爲壽，欲藉硯田永年久。（二句檃括楊維楨銘語。）大
明鐃歌鼓吹曲，亦曾用此摛詞否？（維楨於元仕不顯，而不肯仕明，似爲全人。
然其集中，有《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與《劇秦美新》何異？豈真
全人所爲？夫錢謙益既仕本朝，復陰爲詩文詆毁，深惡其進退無據，然猶稍有懷故
國之心。若維楨，則直毁故國，其較謙益尤甚。昨歲因閲《四庫全書》，見所録維楨
集，曾爲文揭其卷首以斥之。）爲壽榮乎抑辱乎？龍賓有識慙斯徒。①
作此詩三年以前（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乾隆已有《題楊維楨〈鐵崖樂
府〉》一文，云：
　 　 楊維楨於元仕不顯，而不肯仕於明，似爲全人矣。而其補集中，有
《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非真全人之所爲，與《劇秦美
新》何以異耶？予命爲《貳臣傳》，於錢謙益之既仕本朝，陰爲詩文詆
毁，常惡其進退無據。然謙益之所毁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之心，若維
楨，則直毁故國，較謙益爲甚。夫文章者，所以明天理、叙人倫而已，舍
是二者，雖逞其才華，適足爲害，不如不識字之爲愈也。若曰懼明祖之
强留，而故爲此遜詞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計，予謂明祖直未强留耳，
若與之官，將亦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國而知之。危素跋而贊之，
蓋亦同病相憐，曲爲之解耳。因著此論，並命録其集前，亦所以教萬世
之爲人臣者。②
乾隆四十六年諭有云：
·６７２· 　 嶺南學報　 復刊第七輯
①
②
（清）清高宗：《御製詩集》，四集，卷七七，古今體七十六首（辛丑一），第 １５ｂ—１６ａ頁。又，“宋
端石綬帶硯”，今存，即“南宋端石鳳池硯”，南宋淳熙元年（１１７４）銘，長 ２４．１ ｃｍ，寬 １６．４ ｃｍ，厚
３．５ ｃｍ，重 ３ ３１０ ｇ。紫端石，硯面陷刻一綬帶鳥，鳥首與鳥身爲墨池，長尾由左向右回繞出墨堂，
首端與左下角有傷缺。硯背寬平，首端與右側有傷缺。中央直刻隸書：“淳熙元年。”右方陰刻
楷書銘：“壽帶翩躚集我硯田，用發藻思亦以永年。”行楷款“維楨”，篆印“維楨”、“鐵崖”。左下
方陰刻行書“姚綬珍藏”，篆書印“雲東逸史”。下方側壁陰刻楷書乾隆此詩。款識曰：“乾隆己
亥（四十四年，１７７９）仲秋月，御題。”陰刻篆書印“古香”、“太璞”。見故宫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故宫博物院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４５ 頁。又，硯上乾隆此詩下款題乾
隆四十四年，而在《御製詩四集》中，此詩屬乾隆四十六年之什。今觀硯上詩與《御製詩集》中詩
文字相同，但《御製詩集》本增加了注文。或乾隆先有硯上詩，後又於乾隆四十六年爲詩添注，
故所標作年亦有二？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二集，卷一八，第 ５ｂ—６ｂ頁。
　 　 命館臣録存楊維楨《正統辨》。諭：……夫維楨身爲元臣，入明雖
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
《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
屢於詩文中斥之。（１７８１Ｂ）①
楊維楨（鐵崖，１２９６—１３７０），所謂“元末三高士”之一，元亡後不仕。楊
氏詩、文、戲曲皆精，尤以“鐵崖體”古樂府詩名擅一時。元社既屋，明太祖
召楊纂修禮、樂書，婉辭不就。後有司敦促再三，無奈赴京，作《老客婦謡》，
以表不仕二朝之意。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書叙例略定，即乞歸家。行
前宋濂作詩贈别，有句云：“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楊抵
家卒。②
楊維楨不仕二姓，理應得到乾隆的讚美纔是，不意乾隆卻深惡其人。
在乾隆看來，楊氏雖無仕明之事實，但未必無仕明之心，又應明太祖召至
京，上《大明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無異於“劇秦美新”。在
乾隆批判楊維楨之際，牧齋竟然又成爲對比的對象。於此語境中，相對於
維楨，牧齋雖進退無據，又陰爲詩文詆毁，“然猶稍有懷故國之心”，比維楨
尚算略勝一籌。難得乾隆找到一個比牧齋更“不齒於人”的易代人物。
四、乾隆批判牧齋詩文探微
詳味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乾隆所作三詩，可知該年前後，他對牧齋的反
感似乎還不至於太强烈，還未採取大段、長篇詩注的策略以施展其對牧齋
狠毒的人身攻擊（詳下）。《反錢謙益淮陰侯廟詩即用其韻》、《歌風臺》二
首，乃步韻詩，至少在文詞的表層結構上，與原作構成一定程度的、對等的
互動關係，己作難免有所制約與收斂。就意韻而言，此二詩接近傳統的詠
史詩，對前人所發的“史論”作一“翻案”（ｒｅｂｕｔｔａｌ），運思與文辭大體在傳統
同類型作品的法度中。步韻有一定難度，能完成這兩首步韻詩，想乾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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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實録館纂修：《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卷一一四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上，第 ３０８頁。
詳（清）張廷玉等：《明史·楊維楨傳》，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４ 年版，卷二八五，第 ７３０８—
７３０９頁。
自己的詩藝多少有些得意。
《題夏圭山水》二首並未對牧齋作出任何批評，且其二末聯後注云“見
卷前錢謙益識語”，以此可以推想，乾隆本聯乃借用或化用牧齋原作的文字
而來。這可以説是乾隆對牧齋罕見的“首肯”。固然，乾隆此詩是題寫在夏
圭的畫作上的，這宋畫是國寶，“宜子孫”的物件（“宜子孫”是乾隆在畫上
所鈐衆多藏印的其中一章），乾隆自然會刻意爲自己在畫上留下一個文雅、
聖哲的形象，以垂示永久，無惡言潑語，也頗可以理解。
前此四年，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在示軍機大臣關於沈德潛《國朝詩别
裁集》的諭令中，乾隆議及牧齋，也只説：“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
人品尚何足論？即以詩言，任其還之明末可耳，何得引爲開代詩人之首？”
乾隆此數語，比起以後的詬駡，可算“温柔”。
要言之，在這幾年間，乾隆尚未太在意、痛恨牧齋，對他的批評是偶然
觸發的，尚有分寸。此中原因何在？很可能是因爲乾隆此際還未讀過牧齋
的《初學》、《有學》二集，對牧齋的認識尚不深，只是從沈德潛的《國朝詩别
裁集》讀到牧齋若干詩作。乾隆《反錢謙益淮陰侯廟詩即用其韻》所“反”
的牧齋的《題淮陰侯廟》詩，即在沈選中。在其 １７６９Ａ 諭中，乾隆即云：“朕
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别裁集》……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尚以爲其詩自
在，聽之可也。今閲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背謬，其中詆謗本朝
之處，不一而足。”可證。
後五年，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的《觀錢謙益〈初學集〉因題句》詩是一
個分水嶺，自此以後，乾隆對牧齋，儘是詬詈之詞。這個新的發展來得其實
並不突然。前此一年，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牧齋已遭受到清王朝最密集
的、嚴厲的批判；其年六月至十二月，半年之内，乾隆對牧齋曾六度發言，批
判不遺餘力。１７６９Ａ—Ｆ六件文獻中，前四爲乾隆諭旨，指摘牧齋《初學》、
《有學》二集“荒誕背謬”，“詆謗本朝之處”觸目皆是；復指示：“此等書籍，
悖理犯義，豈可聽其流傳，必當早爲銷燬。”清廷禁燬牧齋著作之舉，於兹正
式啓動。乾隆於此四諭中，對禁燬牧齋的具體措施、地域範圍、任員、時程
等等，頒下明確的指令。後二文獻較短，係臣下就牧齋著作的情況上奏，乾
隆在其上批覆之言。
在上述第一階段的批判中，乾隆認爲：“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
朝，人品尚何足論？”指出牧齋人品有問題。在這第二階段中，批判的火力
大大增强。乾隆説：“（錢謙益）在前明時，身躋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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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順，洊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１７６９Ａ）到此地步，牧齋已不
止人格有缺陷，他簡直不是人了。至於牧齋的著作，乾隆評曰：“夫錢謙益，
果終爲明臣，守死不變，即以筆墨騰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爲本朝臣
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刊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掩其失節之羞，尤
爲可鄙可耻。”（１７６９Ａ、１７６９Ｂ 開首之論類此。）很明顯，在此一階段的乾隆
詩文中，牧齋在關乎臣節的道德問題之上，還有一個因爲對清朝“筆墨騰
謗”而帶來的政治問題，而後者又連帶使前者的嚴重性大幅增加，更形具
體化。
《觀錢謙益〈初學集〉因題句》爲五律，篇幅不長，卻是乾隆批評牧齋詩
中最狠辣的一首，是對牧齋全方位的攻擊。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的《銅印
詩》所詠的主體並非牧齋，詩是乾隆因收得元末文物而發的思古之幽情。
詩末論及中國史家對元末正統歸屬論斷之不公，云：“南人率左袒，正論誰
衷折。”而詩之末聯忽及牧齋，云：“謙益瀛國公，其事益瞽説。”牧齋《書瀛國
公事實》一文乃考史之作，主元順帝爲元明宗“抱養”之子，其生父實乃宋降
主瀛國公。牧齋此論，是否“瞽説”，或可先置之不論，更重要的是，乾隆從
“南人”史家忽而轉接至牧齋，在無意中透露出牧齋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牧齋儼然爲“南人”史家的代表。再者，乾隆厭惡的，又豈止於牧齋對“本
朝”的“筆墨騰謗”？凡是牧齋對“異族”政權（古或今）有所諷議，都“招
急”，聖天子乾隆一定要站出來糾謬匡正，口誅筆伐其“瞽説”。在此一認識
下，乾隆與牧齋的對決，就不只因爲牧齋的文字對大清有所冒犯而已，而是
因爲牧齋議及明清、漢滿、中外、華夷、正閏等大關大節，觸犯了當朝皇上的
權威。愚意以爲，這纔是乾隆批判牧齋的關鍵所在。故質言之，牧齋文字、
議論之妥當與否，只是乾隆詬駡牧齋的跳板而已，其亟亟捍護的，是“異族”
入主“中國”的“政治正當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乾隆批判牧齋的第三階段，有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的《全韻詩》、《寧
遠祖氏石坊疊舊作韻二首》（及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的《寧遠祖氏石坊再
疊舊作韻二首》）、《經吕翁山作》（及乾隆四十八年的《經吕翁山疊戊戌舊
作韻》）。這五題七首詩的共同之處，在於所詠的都是明清易鼎之際人物，
但此等人物，於生死去就的抉擇卻又迥然不同———《全韻詩》所詠者，乃爲
明朝殉節死事之忠臣；《祖氏石坊》及《吕翁山》諸什，則事涉叛明降清之
“貳臣”。乾隆没有在詩的正文中詠及牧齋，牧齋出現在詩句後的長注中。
若然真如乾隆所言，其批判牧齋，“實爲世道人心起見，止欲斥棄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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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欲查究其事”（１７６９Ａ），那麽，在上述第二階段的詩、文、措施中，禁燬牧
齋的作業可説已經布置完成，而且很快就見到成效，何以牧齋仍屢屢出現
在乾隆此一階段的文字中？大概是因爲乾隆發現，牧齋大有“回收再利用”
（ｒｅｃｙｃｌｅ）的價值，故而不斷“鞭打一匹死馬”（ｂ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ｄｅａｄ ｈｏｒｓｅ）。
如同上一階段，《全韻詩》、《祖氏石坊》、《吕翁山》諸作涉及牧齋的内
容，都可在乾隆前此數年的諭令中找到對應的文字以及詮解的基準。乾隆
四十年（１７７５）到四十三年（１７７８）間，對於明清易代之際的重要人物，乾隆
下令給予權威的、官方的評價，具體的舉措是贈予明季殉節諸臣謚號，以及
命國史館編列《貳臣傳》（及後復命《貳臣傳》分甲、乙二編），前者可參看乾
隆四十年的諭令，後者有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Ｃ）、四十三年二諭可資研尋。
正是在製定其對明季殉國諸臣及“貳臣”的評議綱領、政策時，乾隆發
現牧齋是一唾手可得的參照系，可多加利用。相對於“臨危授命，均足稱一
代完人”的明季死事諸臣，“若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顔降附，及金堡、屈大
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耻，自當嚴《春秋》斧鉞之誅”，追加
封謚，自然没他們的份。至如洪承疇、祖大壽等人物，“雖是貳臣背明國”，
但洪承疇其人，“視其歷著勳績，忠於我朝”，而祖大壽，“雖由明總兵來降，
有負勝國，然在本朝，則功績茂著，其子孫並爲世臣”，乾隆乃命史館臣，如
此二人者，“正宜列之甲編”。
牧齋又如何？乾隆明確指示：“其進退無據，不齒於人，如錢謙益，爲乙
編，以示褒貶。”當初館臣受命編纂《貳臣傳》，稿成後呈上覽，乾隆披閲後，發
現書中將錢謙益、洪承疇、祖大壽等混爲一談，龍顔大不悦，退件，命再分甲、
乙二編，甲褒，乙貶。牧齋竟爾成爲清帝評價古今臣節的基準，而清代官史之
一的體例、結構又因之而發生變化，牧齋於九泉之下，應感到“與有榮焉”？
總而言之，乾隆此一階段詩篇所詠的人物是明清之際明朝殉國諸臣及
歸降清朝的“貳臣”，涉及牧齋的文字只在詩注中出現，但在此一語言環境
中，乾隆所形構的、關於牧齋的“歷史記憶”（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可謂每況愈
下，愈“不齒於人”了。
不在上述三個語義系統中的，尚有二詩。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乾隆
有《五詞臣五首》之作，其中一首爲《故禮部尚書銜原侍郎沈德潛》，牧齋出
現在詩的前序及夾注中。上文已指出，牧齋之所以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
很有可能就是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沈德潛進呈《國朝詩别裁集》求御序所
惹的禍。乾隆於當年已降旨批評沈德潛及牧齋，此諭之文字及旨意又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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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乾隆賜沈書的序中。後來，在查禁牧齋著作最嚴厲時（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乾隆又下特諭，警告沈德潛莫存僥倖，切勿“密匿深藏”牧齋詩集，否
則後果自負（見 １７６９Ｄ）。此乃其年八月廿九日之事，而沈猝死於九月七
日①，乾隆此諭恐與沈氏之暴斃不無關係。逮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乾隆又
諭軍機大臣等，謂發現德潛殁後，“其門下士無識者流，又復潛行刷印”未經
删定之原本《國朝詩别裁集》，命追查原板所在，解京銷燬。此德潛殁後一
小劫也（詳 １７７６Ｂ）。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發生所謂“徐述夔逆詞案”，乾
隆謂：“沈德潛曾爲作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法，直視悖逆詩句爲泛常，轉欲
爲之記述流傳，則良心澌滅盡矣！使其身尚在，獲罪不小。雖已死，亦不可
竟置不論。”事態嚴重了。命下廷臣議，結果是：“削奪所有階銜祠謚，並仆
其墓碑，以爲衆戒。”此德潛身故後之一大劫。乾隆《故禮部尚書銜原侍郎
沈德潛》一詩即作於此案定讞之次年，難怪其詩序、夾注叙述此事之來龍去
脈特爲詳盡，之所以如此，大概就是不欲臣民視聖主爲刻薄寡恩之人，遂洋
洋灑灑、絮絮叨叨一大篇，以申明中外，“余不負德潛，而德潛實負余也”②。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牧齋意外獲得一個小小的“平反”。乾隆本年收
得一件南宋端石鳳池硯，見硯背刻楊維楨銘文，不耻之，乃作《宋端石綬帶
硯歌》刻硯側壁，以譏諷維楨。乾隆於詩的夾注中議及維楨與牧齋的人格
操守。元末楊維楨入明不仕，當時後世頗有嘉其行者。但在乾隆看來，維
楨實乃僞君子，蓋其曾作《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與《劇
秦美新》何異？豈真全人所爲”？乾隆認爲，楊維楨比牧齋顯得更爲卑鄙無
耻：“夫錢謙益既仕本朝，復陰爲詩文詆毁，深惡其進退無據，然猶稍有懷故
國之心。若維楨，則直毁故國，其較謙益尤甚。”雖然如此，乾隆依然趁機抒
發了他對牧齋制式般的譏貶，但至少，在這個語境中，乾隆承認牧齋“猶稍
有懷故國之心”。牧齋此一“美德”，乾隆是從未在他處表過的。（固然，前
此三年，乾隆已作有《題楊維楨〈鐵崖樂府〉》一文，置諸《四庫全書》所録維
楨集卷首，此處詩注大部分文字實迻録自該處，包括其評牧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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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袁枚：《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小倉山房詩集·文集·外集》，文集卷三，
第 ２３ａ頁（總第 １２頁）。
此中情實，也許還有必要從另一角度考量之，此乃於香港嶺南大學一次會議席間，徐雁平、羅時
進二位教授所提點者。要言之，究竟是因爲乾隆要批判牧齋而牽連及沈德潛，還是因爲乾隆要
奪其時天下之“文柄”（在沈德潛手中），必先整沈而後方可？而牧齋乃此事“冷手”中之“熱煎
堆”，遂借力打人？此一“陰謀論”，實在發人深省，惜筆者對沈德潛與乾隆二人之間的關係尚無
深入研究，不敢臆斷，請俟他日。
五、關於皇權與“場域”的理論性思考
乾隆雖然愛寫，但其詩藝無甚足觀，顯而易見。但上文所述關於乾隆
詠及牧齋的詩，卻有一個不見於歷代詩歌的、殊堪玩味的現象———這在於
他安排詩句與附注的形構方式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從乾隆三十五年的
《銅印詩》開始，我們發現，詩與注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注文字數遠遠超過
詩句本身———詩，淪爲滄海一粟，四面楚歌。而在相關的詩作中，注文又多
半雷同，其來源，都是詩篇誕生前乾隆所曾頒下的相關諭令。
乾隆的詩與注構成一個“詮釋循環”（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可謂“吾道一
以貫之”矣。而文本意義的基石，乃至於歸宿，不在詩，而在注（或序）中所
述引的、乾隆的諭令。這些附注，是否乾隆手筆，很難判斷。“十全老人”治
御天下萬國，文治武功，日理萬機，故而這些冗長的詩注，很可能是他授意
翰林學士或隨侍的詞臣代爲檢索、繕寫的，但乾隆這皇帝，精力確實異於常
人，要是他真的寫起來，也常滔滔不絶，連篇累紙。無論如何，這些文字是
乾隆“權力意志”、“絶對意志”的展演則可斷言。乾隆雖屢屢强調其以“大
公至正爲衡”，所作所爲，光明磊落，“準情理而公好惡，即以示彰癉，而植綱
常”、“以示傳信，而彰公道”，但究其實，這種種背後，有一種嚴格的道德律
在起著指導作用，而其“終極關懷”（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在於進一步鞏固清朝
統治中國（甚至於萬國）的政治正當性，模鑄一種只效忠於一朝一姓的臣節
觀，以及唤醒滿清八旗的“歷史記憶”。這些詩篇，可能是乾隆一時興起的
産物，但其背後因爲有乾隆的政治觀、道德律、“權力意志”在支配著一切的
賦義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行爲與過程，它們難免宿命地、無奈地淪爲注文 ／詔諭 ／
御旨的附庸。
史家 Ｍａｒｋ Ｅｌｌｉｏｔｔ 曾論乾隆之文藝作爲，有言道：
　 　 通過將自己訓練爲一個藝術鑒賞家和實踐者，乾隆想要展現給衆
人的是一個理想的君子形象，就其言談和行爲而言，乾隆企圖在文章
與武德之間取得完美平衡：精通射術並不足以讓他贏得文官的尊敬，
其中一些文官爲世家大族，他們擁有的藏書比皇家還多。爲了鞏固皇
權和他個人的權威，乾隆必須爲自己建構一個睿智君主的形象，以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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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和他治下的臣民一樣精通詩歌、藝術、歷史和哲學。這顯然並非
易事。在某種程度上，乾隆是成功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他的努力因
自負、褊狹和過激而打了折扣。不過，無論如何看待他的文化品味和
天分，乾隆對於那一時代領域所産生的影響，兩者都不容忽視。①
此中意思，若用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布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場域”
（ｆｉｅｌｄ）理論的概念來表述，則乾隆乃欲將其於“文藝場域”中通過文藝創作
所積累的“文化資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以及其扮演“詩人 ／書畫家 ／行動
者”所掙得的“象徵資本”（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轉换”爲其於“政治場域”中
所能使用的資本與權力。愚見以爲，Ｅｌｌｉｏｔｔ 於此之説未免過於謹小慎微（又
因寫作者對其書寫對象難免有“移情作用”，遂亦有所遮閉）。要言之，至少
從本文論述的乾隆有關牧齋的詩文來看，乾隆憑恃其九五之尊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而施行集權專制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以及“自由”，根本無視於各場域中
的“自主性”；乾隆的言論摻和了“文藝 ／政治 ／朕”而形成一種權力的“混合
體”（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結果，斯文掃地，一切均淪爲其“權力意志”的展演與施
行。下面，不妨再援用布迪厄的理論，進一步分析此中情況②。
布迪厄的實踐理論包含三個核心概念，即，“習性”（ｈａｂｉｔｕｓ）、“資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場域”。每一場域（諸如經濟場域、政治場域、文藝場域、科學場
域）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場域中的“行動者”（ａｇｅｎｔ）（如詩人、科學家等）來
表出其特徵。然而，場域並不是絶緣體，在一個場域中獲得的資本酬勞是
有可能“轉换”到另一個場域中的。布迪厄把資本的不同形式的構成以及
資本在各場域中的“可轉换性”放到了研究的中心位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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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歐立德：《皇帝亦凡人》，第 ２０４—２０６頁。
在討論乾隆常將其書法作品賜予臣下的現象時，Ｅｌｌｉｏｔ 曾説：“乾隆更樂意將其在書法上的天資
轉變爲一種政治資本。”已觸及“文化資本”轉换爲“政治資本”的問題。見歐立德：《皇帝亦凡
人》，第 ２１１頁。由此看來，我在這裏進一步使用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的資本理論來探討此中涉及的“場
域”間的逾越關係，應該是一個可取的進路。
可參包亞明：《譯後記》，《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２１６—２１９頁。布迪厄説：“資本的不同類型的可轉换性，是構成某些策略的基
礎，這些策略的目的在於通過轉换來保證資本的再生産（和在社會空間佔據的地位的再生
産）。……資本的不同類型可以根據它們的再生産性加以區别，或更確切地説，可以根據它們如
何輕易地被傳遞來加以區分，即帶著或多或少的損失和或多或少的隱蔽性來加以區分；損失率
與隱蔽的程度成反比狀變化。”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原題爲《資本的形式》），收入
《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録》，第 ２０９—２１０頁。
布迪厄所謂的“文化資本”以三種形式存在：一、具體的狀態，以精神
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形式；二、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圖片、
書籍、詞曲、工具、機器等等），這些商品是理論留下的痕跡或理論的具體顯
現，或是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批判，等等；三、體制的狀態，以一種客觀化的
形式，這一形式必須被區别對待，因爲這種形式賦予文化資本一種完全是
原始性的財産，而文化資本正是受到了這筆財産的庇護①。
關於“文藝場域”的自主性及其行動者的特性，高宣揚有頗爲精到的觀
察：布迪厄在分析文學和藝術場域時，一方面指明文學和藝術場域與社會
其他場域的關聯（如其與政治或經濟場域的共同特點），但另一方面又亟亟
揭示文學和藝術場域的文化再生産邏輯的特殊性，突顯其運作邏輯的自律
性。文學和藝術場域不同於政治或經濟場域，在於文學和藝術所使用的特
殊象徵性符號系統，其作爲人類創造精神的最高級、最細膩和最超越的表
達方式，具有特别複雜、曲折、靈活和迂迴的性質。此外，文學家和藝術家，
作爲特殊的知識分子，又傾向以清高的姿態和隱蔽的形式曲折地表達他們
的利益和欲望。他們不願意直接參與社會、政治和經濟場域的鬥爭，有時
甚至將政治和經濟場域的鬥爭看成“骯臟”的交易活動，他們寧願更多地以
良心和道德責任的名義，從抽象的人性出發，監督政治和經濟場域的
鬥爭②。
易言之，文藝場域的象徵性符號系統具有抽象、迂迴、“不切實際”的特
質。若就中國傳統的文藝觀而言，也許就是講求“興寄”、“神韻”、“含蓄”、
“言有盡而意無窮”等等。而且，欲將從文藝場域中掙得的資本“轉换”成經
濟或政治場域的資本難乎其難。（不妨想想，畢其一生，梵谷曾賣出過幾張
畫？司馬相如，又爲什麽要讓卓文君當爐賣酒？）再則文藝場域中人清高
（或自命清高），“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③（至少就理想而言），且多
半對政治冷感，或刻意敬而遠之，是以文人雅士、騷人墨客窮愁潦倒，朝不
保夕，古今中外司空見慣，應謂尋常。
乾隆皇帝的文藝作爲及情狀，卻完全不符合以上的描述。竊以爲，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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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録》，第 １９２—
１９３頁。
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２—８３頁。
陶淵明於《五柳先生傳》中引黔婁之妻之言以自況。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
局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１７５頁。
隆的賦詠行爲及其影響，不能用文藝場域的生産邏輯和美學來理解（無論
乾隆是多麽的想附庸風雅）。乾隆關於牧齋的詩作帶有强烈的、明確的政
治目的性，是政治舉措的産物；也可以説，在乾隆的操弄下，文藝場域與政
治場域重疊起來了。此時，傳統詩歌的美學宗尚幾乎完全被犧牲掉，儘管
這些詩篇遵從詩體的格律要求寫成（諸如句式、平仄、對仗、押韻等），卻毫
無詩意、韻味。這些文本特殊的形構方式與結構更是對傳統詩歌的體式與
情韻恣意的破壞 （ｖａｎｄａｌｉｓｍ）：乾隆把原屬政治場域的文件（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他
的諭旨、詔書，儘管其每每是披著教化的外衣而頒下的）“剪貼”（ｃｕｔａｎｄ
ｐａｓｔｅ）到詩句的四周，完全無視詩歌美學系統對意象、象徵、抒情、典雅的要
求。更重要的是，詩中或詩後附注一般擔當補充、輔助的功能，爲詩句服
務，而且文字也講求與詩句諧協，不至於喧賓奪主。乾隆的文本卻將這種
主從關係、結構以及文字質地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完全顛倒過來———文本的意涵來
自乾隆的諭令，詩句本身只是這些諭令的韻語“轉譯”（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ｉｎｇ），淪爲
相關諭令的附庸、從屬、延展。乾隆這些詩作（也許除了《題夏圭山水》一
題），自始至終，都是政治場域的産物。乾隆專横、野蠻地剥奪了文藝場域
中文化生産的自主性、自律性，以及詩人的靈魂與尊嚴。
弔詭的是，乾隆這些味同嚼蠟的詩作卻擁有在文藝場域中一般詩作難
以企及的權力與光環。箇中原因何在？首先，這些詩作出自御筆，乃皇帝
的化身，其權威性不言而喻，且不容置疑。再者，在這些詩篇尚未誕生以
前，它們的意義與權力早已獲得“體制”的確認與奉行，因爲詩篇的意義及
旨歸其實來自早於詩篇的、在政治與法律場域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
“聖旨”。
正因爲在乾隆的操作下，文藝場域等同於政治場域，原來在各别場域
的資本的困難“轉换”，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達成。復次，文藝場域的
行動者原爲藝術家與作家，而政治場域的行動者是政治家，但就本文所論
述的情況而言，這兩個場域的行動者都是乾隆皇帝本人，“政”與“教”既集
於一身，“場域”於“帝力”何有哉！乾隆關於牧齋的詩作是乾隆的政治資
本，“文章，經國之大業”。明乎此，也許，我們對於乾隆的詩作（以及乾隆作
爲詩人）就不必過於苛評了———因爲它們不是詩。
總而言之，在乾隆有關牧齋的詩作中，展露的除了平庸乏味、不甚高明
的“湊韻”（以及“不韻”，尤其是他詠五詞臣中沈德潛那首，於其中，乾隆恣
意地揭人隱私，刻薄寡恩）以外，也就是皇權與“國家”無所不在的、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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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與意志。固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他這種種作爲，也許是出於爲其大清
王朝的福祉以及臣民的“健康”思想著想，有其睿智、善良與苦心在。而布
迪厄提醒我們：“……國家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就是將思想的範疇强加於我
們，并讓我們自發地將之運用於社會世界的所有事物，包括國家本身。”①至
於乾隆屢屢强調的“大公至正”、“以示傳信，而彰公道”，我們不妨認爲，他
是在文字中暗中（其實是明目張膽，習讀經史的讀者一眼就能看破）“挪用”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中國先聖的格言箴訓，以行使其“象徵權力”（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假自然、仁愛、賢能的名義而行，意義與賦義系統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遂得以遮蔽（並因此而强化）壓迫與剥削關係的
能耐。”②也許不妨説，乾隆所施展的象徵權力，對牧齋（以及類似牧齋的文
士）而言，究其實，就是“象徵暴力”（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以及實際暴力。
六、結　 　 語
於中國歷代帝王中，唐太宗（６２６—６４９在位）是乾隆心儀的對象。陳威
（Ｊａｃｋ Ｗ． Ｃｈｅｎ）對於唐太宗的文學舉措有頗爲深刻的觀察。他指出，對於
唐太宗而言，文學之所以對帝國的建立與鞏固至關要緊，是因爲“在文學的
空間中，帝國與君主得以被想象”。陳威以“文學的構建力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形容之；在文學作品中，“抽象的政治觀念與難以名狀的社會機制被
賦予了形式和聲音”。唐太宗書寫文學及政治的文本，而這些作品“也同時
成爲其理想形象 （ｉｄｅａｌ ｉｍａｇｅ），他的自我 （ｓｅｌｆ）也因之而受到規範”，他既
是這些作品的“主體”（ｓｕｂｊｅｃｔ），也是這些作品的客體 （ｏｂｊｅｃｔ）③。在唐太
宗的詩歌裏，陳威看到“在詩人的主體與帝國的化身 （ｐｅｒｓｏｎａ）之間存在著
緊張性”④。而唐太宗的“帝王詩”（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不應只被看作“政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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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布爾迪厄的用途》，收入皮埃爾·布爾迪厄著，劉成富、張艷譯：《科學的社會用
途———寫給科學場的臨床社會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１頁。
Ｌｏｃ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 闡釋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象徵權力”的概念。見 Ｌｏｃ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ｅ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牶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ｐ． １３４。
Ｊａｃｋ Ｗ． Ｃｈｅｎ，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牶 Ｏ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ｏ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０），ｐ． ４．
Ｃｈｅｎ，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ｐ． ３８１．
當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的産物。唐太宗是在認真寫詩，是詩人①。
唐太宗之後千餘載，清朝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成就彪炳。但在乾隆的
詩文中，我們看不到像唐太宗那樣的詩與政治間的拉扯與“張力”
（ｔｅｎｓｉｏｎ）。乾隆的詩，至少就本文所述引的那些而言，只是政治的傳聲筒，
其中君主的“權力意志”無所不在，轟耳欲聾。花非花，霧非霧。乾隆不是
詩人。他通過詩體所欲建構的，是一個絶對的、曠古絶今的聖王形象。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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